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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汞（Hg）作为土壤重金属污染中的一个重要元素，对人体健康会造成严重影响. 现行的土壤质量标准主要依据土壤中

污染物的总浓度进行管控，未充分考虑污染物在人体暴露过程中实际可吸收量，可能导致健康风险的高估. 本文综述了土壤

Hg污染的现状，对人体的毒性效应，应用于 Hg健康风险评价的体内外模型和基于人体健康风险精细化评估的土壤 Hg污染

修复方法. 结果表明，土壤 Hg污染严重的地区多集中于工矿业大气 Hg排放较大的区域；在低水平下，Hg暴露对健康产生较

大的负面影响，Hg对人体健康的影响主要集中在神经系统和肾脏；对于 Hg毒性的研究模型多采用小鼠模型进行体内研究，

并应用肠道、神经和肾脏细胞研究 Hg可能造成的毒性效应；大脑神经类器官模型和肝脏类器官模型应用于重金属的神经毒

性和肝毒性研究；基于土壤 Hg污染的人体健康风险评估结果，针对性地选择污染修复方法分区域修复，将有效降低修复成本

和提高修复效益. 为使评估结果更真实准确，可选取类器官模型对土壤 Hg污染的相应毒性进行机制研究，并综合考虑不同暴

露途径、个体差异等，建立差异化评估模型，实现人体精准风险评估. 基于精细化的评估结果，多方面的对土壤 Hg污染进行

阻控、修复和补救，以期有效地降低土壤 Hg污染的健康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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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ercury  (Hg),  a  major  contaminant  in  soil  heavy  metal  pollution,  poses  serious  health  risks  to  humans.  Current  so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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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lity standards primarily regulate pollution based on the total concentration of pollutants in the soil, without fully accounting for the

actual amount absorbed during human exposure, which may lead to an overestimation of health risks. This article summari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soil  Hg  pollution,  its  migr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mechanisms,  and  its  toxic  effects  on  human  health,  along  with  their

underlying mechanisms. It also reviews the advantages, disadvantages, and applications of in vivo and in vitro models used for Hg health

risk  assessment,  and  finally  proposes  the  selection  of  soil  Hg  pollution  remediation  methods  based  on  refined  human  health  risk

assessment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spatial  variation  of  soil  Hg  content  in  China  is  large,  and  the  soil  Hg  content  in  provinces,

municipalities, and autonomous regions is closely related to Hg emissions from industrial and mining atmospheres. Regions with high

average soil Hg content are distributed in coastal areas with Hg-related industrial activity. After migr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soil Hg

comes into contact with the population, enters the human bloodstream and brain, and poses health risks. Hg exposure h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impact on health.  Cells are prone to death under Hg exposure due to the production of reactive oxygen species,  inhibition of

antioxidant stress proteins, and increased oxidative stress. At low concentrations, organic Hg induces apoptosis in differentiated human

neurons, whereas high concentrations cause cell necrosis, severely impacting the nervous system. Hg exposure during the embryonic and

childhood periods leads to nerve damage in later stages of life. Hg exposure disrupts mitochondrial function in kidneys, affecting their

metabolism. Many studies on Hg toxicity use in vivo mouse models alongside in vitro cell models of the intestine, nervous system, and

kidneys  to  investigate  the  potential  toxic  effects  of  Hg.  Brain  nerve  and liver  cancer  organoid  models  have  been applied  to  study the

neurotoxicity  and  liver  cancer  toxicity  mechanisms  of  heavy  metals.  Existing  remediation  methods  for  soil  Hg  pollution  include  soil

replacement, thermal desorption, microbial remediation, phytoremediation, soil fixation and stabilization remediation, soil leaching, and

nanomaterial-based remediation technologies. However, the current evaluation system tends to overestimate health risks.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the  human  health  risk  assessment  of  soil  Hg  pollution,  selecting  targeted  remediation  methods  for  specific  regions  will

effectively  reduce  remediation  costs  and  improve  remediation  efficiency.  To  make  the  assessment  results  more  realistic  and  accurate,

future  studies  can utilize  organoid models  to  investigate  the  corresponding toxicity  of  soil  Hg pollution.  Additionally,  a  differentiated

assessment model can be established by comprehensively considering different exposure pathways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for precise

human health risk assessment. Based on the refined assessment results, multifaceted control and remediation of soil Hg pollution can be

carried out to effectively reduce the health risks of soil Hg pollution.

KEY WORDS    mercury；soil；animal models；cell models；bioavailability；health risk assessment

汞（Mercury，Hg）是自然界中广泛存在的一种

天然化学元素，作为一种全球性的污染物，Hg的

危害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 Hg可以在大气中流动

并沉淀，通过生物化学途径与土壤相结合，导致土

壤受到 Hg污染，使土壤成为陆地中最大的 Hg库[1].
Hg形态主要分为元素 Hg、无机 Hg和有机 Hg，美
国环保总局（EPA）认为元素 Hg为 D类致癌物，元

素 Hg会在土壤中经过硫酸盐还原菌转化为甲基

Hg，甲基 Hg被美国环保局认为是 C类致癌物 [2].
Hg在环境中能被持续地生物富集和生物放大，引

起人体肾脏、神经和生殖等疾病. 1956年的日本水

俣病，日本水俣湾附近居民因食用被甲基汞污染

的鱼类和贝类，导致数千人中毒；污染水体中的

Hg经过水生动物的生物富集并在生物体内转化

为甲基 Hg，经过人体摄入后，溶解到脂肪和脑部

的神经细胞表面，使得神经细胞的核糖核苷酸减

少，从而引起细胞裂解死亡，神经系统出现损伤甚

至死亡，该事件首次揭示了 Hg污染的极端危害，

并推动全球对 Hg污染的重视. 水俣病促使国际社

会于 2013年通过《关于汞的水俣公约》，旨在控制

Hg排放与使用，中国等国家也将 Hg纳入重点治

理对象 [3]. 2025年最新研究显示，全球北方国家和

中国通过减排政策（如减少化石燃料燃烧）显著降

低了 Hg排放，但全球南方国家（如印度、印尼）的

小规模金矿开采（ASGM）等活动导致 Hg排放量

激增，抵消了减排成果. 2021年全球南方国家排放

量占总排放量三分之二，未来可能进一步上升 [4].
Hg通过大气长距离迁移，导致偏远地区（如冰川）

也受到污染 . 研究表明，1700—2012年全球沉积物

Hg通量增加 5～9倍，湖泊和泥炭对大气 Hg沉降

响应显著，而冰川和海洋的修复难度高 [5]. Hg除了

表现出了特别强的生物化学活性 ，不同形态的

Hg还具有挥发性，使其在液态和气态中具有较强

的转换性[6]. 由于各个地区工矿业的发展和地质排

放的原因，大气中 Hg的含量升高，并通过大气沉

降的方式使得 Hg进入到土壤中，同时工业废水和

固废处理产生的 Hg排放，以及农业施肥都会使得

土壤 Hg的含量升高，并经过各种接触途径使 Hg
进入人体，对人体健康造成影响.

人类对土壤 Hg的摄入方式有经口摄入、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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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入和皮肤接触. 土壤中 Hg的健康风险评估多基

于土壤中 Hg的总量进行评价，然而并非所有的

Hg都会被肠道吸收并对人体内部器官产生毒性

效应，所以基于土壤中 Hg的总量的健康评价，会

高估其风险 [7−8]. 土壤重金属的生物有效性（Bioa-
vailability）是指通过动物模型模拟暴露后通过生

物代谢和循环等生命活动进入到各个靶器官中污

染物的浓度和暴露于动物模型的土壤中污染物的

总量的比值. 研究模型中小鼠、猴子和猪等已有研

究应用于测定土壤重金属的生物有效性，但是由

于体内模型存在体型大、难以饲养、成本高、周期

长和伦理道德等问题，难以推广作为大规模的实

验样本[9]. 为准确研究其毒性机制和评估其健康风

险，研究者们建立了体外模型来测定生物可给性

（Bioaccessibility），可细化为肠道生物可给性和眼

表组织生物可给性等 . 肠道生物可给性是指通过

模拟消化液处理，将土壤中污染物释放到胃肠液

中的量与土壤中污染物总量之间的比值 [10]. 眼表

组织的生物可给性即为通过人工泪液提取出从土

壤中释放到眼泪中污染物的量与土壤中污染物总

量的比值 [11]. 然而，在基于生物有效性的土壤 Hg
人体健康风险评估中，利用体外细胞模型仍然鲜

见报道 . 因此，建立土壤 Hg–生物有效性 Hg–细胞

毒性效应之间的剂量关系十分重要，以便于了解

土壤 Hg对人体的毒性效应，建立基于生物有效性

的土壤 Hg健康风险评估和体外三维模型，有利于

土壤 Hg的健康风险精确化评估.
土壤 Hg对环境污染和人体健康危害问题日

益严重，如何降低环境中 Hg污染以减轻其人体健

康风险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土壤 Hg污染修复

是降低环境中 Hg污染的重要措施，土壤 Hg的修

复是为了减少土壤中 Hg的含量和降低土壤中

Hg的生物可利用性，以此减少因为土壤和人体接

触导致 Hg进入人体产生毒性效应 . 土壤 Hg的修

复技术可以分为物理、化学和生物技术，物理修复

如热解吸和淋洗络合技术适用于高浓度 Hg污染

土壤，但成本高且易产生二次污染；化学修复中，

纳米活性炭和硫基材料通过吸附或固定 Hg显著

降低其生物可利用性，已在贵州铜仁等地区取得

应用效果 [12]；生物修复利用植物或微生物吸收、转

化 Hg，虽成本低但效率有限 [13]. 目前土壤 Hg修复

技术多以稳定化和固定化为主，不同地区的土壤

特性、气候条件、Hg污染的程度和土地利用类型

的不同，对于污染修复的处理方式需要做出调整[2].
修复技术选择原则通常包括：（1）科学性原则，综

合考虑修复目标、处理效果、时间、成本、环境影

响等因素，选择修复技术；（2）可行性原则，针对污

染性质、程度、范围以及对人体健康或生态环境

造成的影响，合理选择技术，因地制宜制定方案，

使修复目标可达，且修复工程切实可行；（3）安全

性原则，技术选择应确保工程实施安全，防止对施

工人员、周边人群健康以及生态环境产生危害和

二次污染. 现阶段修复效果采用土壤中 Hg的总浓

度进行评估，不能够准确判断土壤中 Hg的健康风

险，因此可应用体内外模型进行土壤的各种暴露

方式研究以此精细化评估土壤 Hg的不同暴露方

式对人体的毒性和健康风险 . 通过评估结果针对

性选取土壤修复的方式，减少修复过程中的资源

浪费和有效地降低土壤中污染物的毒性，为修复

效果的评估提供更科学的依据.
为研究土壤 Hg的毒性机制和精确化评估其

暴露于人体的潜在健康风险 . 本研究基于现有土

壤 Hg的体内外模型和污染修复研究文献，总结了

土壤 Hg的污染现状、生物有效性 Hg的毒性效

应、Hg的体内外模型和土壤 Hg污染的修复技术，

基于该领域现有研究的不足提出未来发展的方

向，为土壤 Hg污染的治理和修复方式的选取提供

有效的理论依据.

 1    土壤汞污染现状及迁移转化

 1.1    土壤汞的污染现状

土壤是陆地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

是重金属的载体，也是重金属向水体、大气和生物

扩散的介质 [14]. 重金属在土壤中具有持久性和累

积性，可以抑制植物生长和微生物的生存，通过食

物链不断积累，最终通过摄入进入人体，从而威胁

人体健康 . 近年来，由于各种地质作用和人为活

动，以及重金属在土壤中难以自然降解的特性，土

壤重金属污染问题尤为突出 [6]. 土壤中 Hg的来源

分为天然排放和人为活动排放. 天然 Hg排放主要

来自岩石风化和地热运动，由于无机 Hg溶解度低

于有机 Hg化合物的溶解度，Hg一般会和其他的

元素或环境物质结合形成辰砂（硫化 Hg）和角闪

石（Hg的矿石）等，这些含 Hg矿物是土壤 Hg的基

本来源，且这些矿物广泛分布在地壳的表层 [2]. 一
般来说地壳中 Hg的平均含量为 0.08 mg·kg−1，全球

土壤中 Hg的平均含量为 0.03～0.10 mg·kg−1，中国

土壤中 Hg的平均含量为 0.038 mg·kg−1[15]. 全球从

地质来源中排放到大气中的 Hg每年有 80～600 t[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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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中的 Hg经过不断地流动运输并通过沉降进

入土壤 . 人为 Hg排放主要来自于工业生产，据统

计，2015年 17个关键行业的全球 Hg排放量约为

2220 t，其中 49% 来自于亚洲，18% 来自于南美洲[17].
中国是 Hg的主要生产国和消费国，手工业和小规

模金矿开采行业排放的 Hg最多，几乎占了全球的

38%，其次是煤燃烧导致的 Hg排放量占了 21%[2].

中国土壤 Hg含量的空间变化较大，各省、市、自

治区土壤 Hg含量与工矿大气 Hg排放密切相关

（图 1），土壤 Hg平均含量高的地区分布在沿海 Hg
工业发展地区，如辽宁省葫芦岛市（0.662 mg·kg−1）、
广东省佛山市（0.6 mg·kg−1）、吉林省吉林市（0.589
mg·kg−1）等，土壤 Hg平均含量低的地区分布在西

藏自治区、青海省和重庆市等[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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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中国土壤 Hg含量的空间分布[2]

Fig.1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soil mercury content in China[2]

 

Hg的存在形式可以分为三种：元素 Hg、无机

Hg和有机 Hg. 蒸发的元素 Hg经呼吸道吸收到血

液中，很容易穿过血脑屏障，随着时间的推移，元

素 Hg在细胞内被氧化成离子 Hg2+，其在肾脏中积

累并通过血液运输转移到大脑中，已有研究表明

在人体的大脑和血液中检测到了 Hg污染的存在[18].
元素 Hg和无机 Hg在生物化学的作用下会转化为

有机态的甲基 Hg和二甲基 Hg，且介质为酸性条

件下，二甲基 Hg会进一步转化为甲基 Hg，尽管土

壤和植物中甲基 Hg含量只占 Hg总含量的一小部

分，但由于甲基 Hg的生物毒性比 Hg高得多，因此

甲基 Hg的毒性危害不容忽视 [6,19]. 目前相关研究

显示，粮食作物水稻比其他植物物种更能生物富

集甲基 Hg，大米中富集的甲基 Hg会对人体健康

造成直接危害，因此需要对甲基 Hg重点关注 [20].
水稻土是水稻植物组织中甲基 Hg的主要来源 [21]，

甲基 Hg从水稻的根部转移到地上部分，进入到水

稻植株的可食部分. 植物中的大部分甲基 Hg会在

种子成熟的时候转移到种子上，水稻植株的不同

组织对 Hg具有不同的富集情况，水稻植株种子中

无机 Hg多赋存于稻壳，有机 Hg主要赋存于籽粒

中，水稻经过加工会有大约 78% 的无机 Hg被消

除，但是有机 Hg的 80% 会继续留在大米中[22].
 1.2    土壤环境中汞的迁移转化机制

Hg在土壤中的化学形态主要包括价态形式和

结合态形式. 价态形式有 Hg、Hg+和 Hg2+，其中 Hg2+

是主要存在形态，具有较强的化学活性和毒性. 结
合态形式包括水溶态、可交换态、有机质结合态、

铁锰氧化物结合态、硫化物结合态和残余态. 水溶

态 Hg以 Hg2+离子形式存在，迁移能力和生物可利

用性较高；可交换态 Hg吸附在土壤颗粒表面，迁

移能力较强；有机质结合态 Hg与土壤有机质结

合，迁移能力较弱但生物可利用性较高；铁锰氧化

物结合态 Hg与土壤中的铁锰氧化物结合，迁移能

力较弱但生物可利用性较高；硫化物结合态 Hg以

HgS形式存在，迁移能力较弱且生物可利用性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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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残余态 Hg与土壤矿物晶格结合，迁移能力和

生物可利用性极低 [23]. Hg在土壤中的迁移途径主

要通过循环运输、吸附 –解析和氧化还原过程 .
Hg在土壤中的迁移首先受到吸附–解析过程的控

制 ，较小的土壤颗粒能够吸附 Hg，形成复合物

Hg(OH)2，能够在土壤中长期存在，并通过氧化还

原反应转化为 Hg2+，Hg2+可以被土壤中的硫化物和

有机质等还原为 Hg；Hg也可以被土壤中的铁锰氧

化物和过氧化氢等氧化为 Hg2+. 土壤中的 Hg可以

发生甲基化和去甲基化作用，土壤中的微生物参

与反应使得无机 Hg和甲基 Hg相互转化 . 较小的

土壤颗粒可能直接进入河流大气和人体环境，河

流中的 Hg经过水循环进入海洋和其他河流系统，

大气中土壤颗粒形成微粒复合物 Hg(OH)2 等，还

有一部分通过不同暴露方式接触土壤中的 Hg，进
入人体环境[24].

Hg在酸性土壤和碱性土壤中具有不同的迁移

情况，在酸性土壤中 Hg主要以 Hg2+形态存在，由

于酸性条件下土壤对 Hg2+的吸附能力较强，其迁

移能力相对较弱，但吸附的 Hg2+可与土壤中的微

SO2+
4

生物、有机质等发生反应，其中甲基化反应较为显

著，在缺氧条件下，硫酸盐还原菌等微生物可将

Hg2+转化为甲基 Hg，而甲基 Hg具有较强的生物毒

性和生物累积性，可通过食物链传递放大对生态

系统和人体健康的危害 [25]；在碱性土壤中，Hg同

样以 Hg2+形态存在，Hg2+易与土壤中的 OH−形成难

溶性的氢氧化物沉淀，如 Hg(OH)2，同时碱性土壤

中的有机质和铁锰氧化物等成分对 Hg2+有较强的

吸附作用，因此限制了 Hg的迁移能力；同时，碱性

土壤中的 Hg甲基化作用相对较弱，但在特定条件

下仍可能发生，如根际土壤中的微生物活动可促

进 Hg的甲基化，生成甲基 Hg，而甲基 Hg的含量

与土壤中的 Mn2+、 和有机质含量存在显著正

相关性 [26]. 此外，Hg2+在酸性和碱性土壤中可发生

还原反应生成 Hg，Hg具有较高的挥发性，可从土

壤中挥发进入大气，进一步扩散和迁移；植物对

Hg的吸收在酸性土壤中较为显著但在碱性土壤

中相对较弱，植物根系可吸收可交换态和水溶态

的 Hg，吸收后的 Hg在植物体内积累，并通过食物

链传递，对生态系统和人体环境造成危害（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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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土壤 Hg的迁移机制和归趋

Fig.2    Migration mechanism and fate of mercury in soil
 

 2    生物有效性汞的毒性效应

土壤中的 Hg能够通过食物链、皮肤接触、呼

吸等途径进入人体，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27]（表 1）.
生物有效性的 Hg能直接作用于生物体内的器官

或细胞，引起毒性效应，目前的研究表明 Hg在各

种动物模型和细胞模型中具有毒性. Hg介导的细

胞死亡和活性氧物质（ROS）的产生密切相关 . Ni
等 [35] 研究发现，小鼠的小胶质细胞暴露于甲基 Hg

会导致 ROS生成量迅速增加，并与 Hg浓度和时

间呈现相关性 . Kim和 Sharma[36] 运用 HgCl2 暴露

小鼠模型，在小鼠的 T淋巴瘤细胞、B淋巴瘤细胞

和巨噬细胞中均发现了 ROS水平的上升，造成氧

化损伤，导致细胞的非程序性死亡. 无机 Hg和有机

Hg可以和半胱氨酸残基强烈结合，并反向影响含硫

醇基团的蛋白质功能，Carvalho[37] 和 Shinyashiki[38]

等发现对抗细胞氧化应激的蛋白质和酶中的硫氧

还蛋白（Trx）、戊二氧还蛋白和超氧化物歧化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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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D）的活性会被该机制所抑制. 此外，Robintaille
等 [39] 发现 ，Hg暴露会导致核因子 E2相关因子

2（Nrf2）从核因子 E2相关因子 2和 Kelch样环氧

氯丙烷相关蛋白-1复合物（Nrf2/keap1）中解离，最

终导致细胞内氧化还原状态的改变，使得 ROS产

生和氧化应激的加重 . 因此，Hg暴露下的细胞容

易死亡的原因与 ROS的产生、抗氧化应激的蛋白

质抑制和氧化应激增加有关.
 
 

表 1    土壤 Hg对动物和人体的毒性效应

Table 1    Toxic effects of soil mercury on animals and humans

Target/organ Toxic symptom Reference

Nervous system Neurological  disorders  of  memory,  mood  problems,  depression,  sleep  disorders,  hearing  loss,
schizophrenia, bipolar disorder (bipolar disorder). [28−29]

Reproductive system
① Embryo defect  disorder,  sperm motility  significantly reduced,  causing infertility,  and affect
newborn development.  ② Mercury exposure affects frog survival  and embryonic development
processes, reduces reptile reproduction, and induces genotoxic effects in salamanders.

[30−31]

Cardiovascular system Rapid  heartbeat,  irregular  pulse,  chest  pain,  palpitations,  hypertension,  myocardial  infarction,
coronary dysfunction and arteriosclerosis. [32]

DNA Influence genetic and epigenetic factors. [33]

Enzyme system The activities of monoamine oxidase and cholinesterase decreased with the increase of mercury
levels in wild river otter and wild mink. [34]

 

神经毒性是 Hg毒性中最为普遍的毒性. 在低

有机 Hg浓度下，可以观察到分化的人类神经元细

胞诱导凋亡，而在高浓度下，有机 Hg化合物会导

致细胞坏死，对神经系统产生巨大影响，处于胚胎

和儿童时期 Hg的暴露将会导致后期神经破坏 .
Branco等 [40] 使用甲基 Hg、HgCl2、乙基 Hg对人神

经母细胞瘤细胞（SH-SY5Y）进行暴露，结果显示：

硫氧还蛋白还原酶 1（TrxR1）和硫氧还蛋白还原

酶 2（TrxR2）的表达和活性降低，总谷胱甘肽（GSH）

水平降低；增加硫氧还原蛋白 1（Trx1）的氧化；凋

亡信号调节激酶 1（ASK-1）磷酸化水平和半胱氨

酸天冬氨酸蛋白酶（Caspase-3）活性升高. Glover等[41]

应用甲基 Hg暴露幼年小鼠模型，研究发现甲基

Hg会干扰基因表达中锌指转录因子的表达，导致

畸形. Notch信号是一种基本的细胞间传导系统的

信号，在神经元的增殖、迁移和寻路中起决定作

用，Engel等 [42] 发现 Hg暴露会改变 Notch信号传

导的活性，导致神经细胞的异常增殖等.
所有形式的 Hg对许多器官都有毒性作用，特

别是对肾脏. 在肾脏内，近端肾小管是肾脏中最易

受 Hg中毒影响的部分，Hg在肾脏中的生物学和

毒理学活性主要通过靶细胞内和周围亲核位点发

生的分子相互作用来确定 [43]. 肾脏作为一个高代

谢的器官，需要充足的三磷酸腺苷（ATP）来进行主

动运输等活动，线粒体在 ATP生产中起到重要作

用. Han等 [44] 使用 HgCl2 暴露人胚胎肾细胞（HEK-
293 T），通过测定细胞活力、ROS水平以及使用实

时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式反应 (qRT-PCR)评估线粒

体动力学相关基因 Drp1、Mfn2、Sirt1和 PGC-1α

的mRNA表达水平，研究表明HgCl2 处理后的HEK-
293 T细胞出现细胞活性下降，氧化应激产生，同

时线粒体动力学基因中 Drp1的 mRNA表达水平

显著升高，而Mfn2、Sirt1和 PGC-1α的 mRNA表达

水平显著降低，表明 HgCl2 暴露后通过促进氧化应

激触发线粒体动力学紊乱，导致 HEK-293 T细胞

凋亡 . Sutton和 Tchounwou[45] 使用无机 Hg对正常

人肾脏的永生化近端小管上皮细胞（HK-2）进行暴

露，发现了 HK-2细胞活性下降，降低了 HK-2细胞

的生存能力，同时无机 Hg以剂量依赖的方式诱导

HK-2细胞凋亡.
生物有效性的 Hg会引起生物体的神经毒性

和肾脏毒性，在 Hg暴露后导致细胞的死亡，与氧

化应激的产生息息相关（图 3）. 土壤是迄今为止最

大的陆地 Hg库，在全球生物化学循环中发挥着重

要作用 [1]. 但是对于由土壤 Hg被生物摄入后所引

起的生物毒性效应报道较少，因此建立土壤 Hg污

染水平–生物有效性的 Hg含量–生物毒性效应之

间的剂量关系将会为土壤 Hg的人类健康风险评

估提供准确的依据.

 3    汞的健康风险评价及生物有效性汞的
体内外模型

 3.1    基于总量的健康风险评价

为了评估 Hg对人体健康风险的影响，欧美国

家是《关于汞的水俣公约》的主要推动者和早期签

署国，通过公约限制 Hg的生产、使用和贸易. 中国

于 2013年签署此公约，但在具体执行上面临挑

战，氯碱行业（全球最大耗 Hg行业）因技术和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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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仍依赖 Hg触媒技术，消耗大量的 Hg[3]. 欧盟

通过《欧洲汞共同战略》整合化学品管理、工业排

放和废物处置法规；美国《清洁空气法案》《汞出口

禁止法案》等明确行业排放限值，自 2011年起全

面禁止 Hg出口，并要求成员国淘汰含 Hg产品，中

国通过《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3223—2011）
设定工业源 Hg排放限值，但标准相对宽松 . 缺乏

针对 Hg的专项法律，现有管理要求分散于《重金

属污染防治规划》《危险废物管理办法》等，执行依

赖多部门协调，效率较低[46]. 我国于 2018年发布了

《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控制标准

（试行）》（GB 36600—2018） [47]，该标准是判断是否

需要对含 Hg场地开展调查评估的依据，对我国

Hg污染土壤的管理和治理有着较大的帮助 . 经
口、呼吸道摄入和皮肤接触土壤 Hg重金属的日平

均暴露量可以分别通过公式（1）～（3）进行评估，

依据暴露的剂量，非致癌风险通过公式（4）计算危

害熵（Hazard quotient，HQ）来表征（各国基于土壤

总 Hg含量的人体健康风险评估，见表 2）.

ADDoral−soil =
Cs× IRs×CF×EF×ED

BW×AT （1）

ADDinh =
Ca× IR×EF×ED

BW×AT× (PEF+VF)
（2）

ADDdermal−soil =
Cs×CF×SAs×AF×ABSd×EF×ED

BW×AT
（3）

HQ =
ADD
RfD

（4）

式中：Cs 为土壤 Hg的测定含量（mg·kg−1）；Ca 为空

气中 Hg的测定含量（mg·kg−1）；IRs 为土壤的经口

摄入量（mg·d−1），成人参考值为 100 mg·d−[48−49]； IR
为呼吸量（m3·d−1），20 m3·d−1[50]；PEF为颗粒物排放

系数（m3·kg−1），成人参考值为 1.36×109 m3·kg−1[50]；VF
为 Hg的挥发系数（m3·kg−1），成人参考值为 3.47×
104 m3·kg−1[50]；SAs 为皮肤接触表面积（cm2），成人

参考值为 5700 cm2[50]；AF为皮肤对土壤的黏附系

数（mg·cm−2），成人参考值为 0.07 mg·cm−2[50]；ABSd
为皮肤对污染物的吸收系数，0.03[50]；CF为质量转

移系数（kg·mg−1），成人参考值为 1×10−6 kg·mg−1[48−49]；
EF为 暴 露 土 壤 频 率 （d·a−1） ， 成 人 参 考 值 为

350 d·a−1[48−49]；ED为暴露持续时间（a），成人参考值

为 26 a[48−49]；BW为个体的质量（kg），成人参考值

为 70 kg[48−49]；AT为平均暴露于 Hg的时间（d），成
人参考值为（365×ED） d[48−49]；RfD为慢性参考剂量

（mg·kg−1·d−1），成人参考值为 1.6×10−4 mg·kg−1·d−1[50]；
ADDoral–soil 为经口摄入土壤 Hg的日平均暴露量

（mg·kg−1·d−1）；ADDinh 为呼吸摄入土壤 Hg的日平

均暴露量（mg·kg−1·d−1）；ADDdermal–soil 为皮肤接触

摄入土壤 Hg的日平均暴露量（mg·kg−1·d−1）；HQ为

危害熵，HQ>1，存在健康风险，HQ小于 1，无健康

风险. 基于总量的各地土壤中 Hg健康风险评价计

算示例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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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总量的人体健康风险评价选取土壤中

Hg的全部含量进行模型评价，其他参考指标多采

用推荐值计算，只是对人群的一个参考值，不能够

准确地反应具有差异的各地区和人群的实际情况

做到个性化的区域评估. 且土壤中的 Hg只有一部

分会在各种暴露方式中进入到人体，其余部分被

排出到体外，只有实际摄入到体内部分的 Hg才会

对人体产生毒性效应 . 若基于体内/体外实验的生

物有效性 /生物可给性来评估摄入 Hg的健康风

险，则 Hg污染风险会大大降低. 因此，越来越多研

究者发现选取实际摄入的土壤 Hg含量来评价健

康风险更科学合理[60].
 3.2    体内模型

体内模型是进行体内实验以研究污染物的毒

性效应的重要部分 . 体内实验即在存活且完整的

生物体内进行的实验，将污染物按照一定的剂量

通过不同的暴露方式使得污染物进入动物体内，

通过不同污染物对生物的不同影响，选择测定生

物有效性的终点，如组织器官、血液和尿液等来评

估污染物对生物体健康风险 [61]. 为了准确评估土

壤重金属的人体生物有效性，多种动物模型被广

泛应用 . 小鼠模型是研究中最为常见的动物模型，

它在实验中便于喂养，能够被用于大样本研究 .
Akiyama等 [62] 利用小鼠模型研究了联合金属暴露

对怀孕小鼠和未怀孕小鼠及相关胎儿甲基 Hg毒

性的增强作用，确定了暴露于铜（Cu）和甲基 Hg的

小鼠会比单独暴露于甲基 Hg的小鼠的大脑里的

Hg的含量更高，使得联合暴露的小鼠大脑中生物

有效性 Hg的积累增加. 灵长类动物猴子模型也被

用于重金属有效性的研究中，如 Roberts等 [63] 采用

食蟹猴研究污染土壤中砷的生物有效性，并证实

使用灵长类动物得到的结果更具有可信性，但由

于该模型的花费高且涉及伦理问题，很难广泛应

用. 在这些研究中，动物通过不同的暴露方式将污

染物 Hg及其衍生物摄入生物体内，通过测定生物

体内不同靶器官积累的 Hg及其衍生物的含量和

暴露物质的浓度来计算出生物有效性，根据生物

有效性来判断这些毒性效应的影响能够更直接地

判断 Hg的生物毒性效应.
Hg毒性的主要靶器官是神经、肾脏和心血管

系统，其次是呼吸、胃肠、血液、免疫、内分泌和

生殖系统，可能会导致生长发育障碍 [60–69]. 因此研

究者们在选择动物模型的测试终点时会有所不同.
各种动物模型均是为了研究 Hg在生物体内的毒

性机制，选取不同的动物模型进毒性的相互验证，

从而更为准确地进行 Hg健康风险评估. 研究者为

更贴近人类对污染物的摄入方式来设计污染物对

动物模型的暴露方式，同时根据污染物毒性效应

确定污染物在生物体内的影响，选取最终测定指

标反应污染物的生物毒性，准确地反应污染物对

人体健康的影响 [70]. 现有的研究中，对于土壤 Hg
的生物有效性的报道较少，没有系统地总结土壤

Hg在动物模型中各个靶器官的生物有效性的不

同. 因此需要进一步研究土壤 Hg在动物体内不同

靶器官的生物有效性差异，以此确定 Hg在对不同

器官的选择差异性，确定其造成的毒性，建立更科

学准确的评估模型或方法.
 3.3    体外模型

利用动物模型测定土壤中 Hg的生物有效性，

可以外推用于人体的土壤 Hg暴露风险评估. 越来

越多的人想要了解作用于细胞中的 Hg对相应靶

细胞的毒性效应机制. 关于 Hg毒性的研究主要集

 

表 2    基于总量的各地土壤中 Hg健康风险评价计算

Table 2    Health risk assessment and calculation of mercury in soil based on the total amount

Location Hg content/
(mg·kg−1)

ADDoral–soil/
(mg·kg−1·d−1)

ADDinh/
(mg·kg−1·d−1)

ADDdermal–soil/
(mg·kg−1·d−1)

HQoral–soil HQinh HQdermal–soil Health risk Reference

Lithgow, Australia 0.053 7.26×10−8 1.07×10−11 8.69×10−9 4.54×10−4 6.69×10−8 5.43×10−5

No health risk

[51]

Athenas, Greece 0.166 2.27×10−7 3.34×10−11 2.72×10−8 1.42×10−3 2.09×10−7 1.70×10−4 [52]

Aviles, Spain 0.570 7.81×10−7 1.15×10−10 9.35×10−8 4.88×10−3 7.19×10−7 5.84×10−4 [53]

Kavala, Greece 0.100 1.37×10−7 2.01×10−11 1.64×10−8 8.56×10−4 1.26×10−7 1.02×10−4 [54]

Xiamen, China 0.460 6.30×10−7 9.27×10−11 7.54×10−8 3.94×10−3 5.79×10−7 4.71×10−4 [55]

Beijing, China 0.300 4.11×10−7 6.04×10−11 4.92×10−8 2.57×10−3 3.78×10−7 3.08×10−4 [56]

Berlin, Germany 0.420 5.75×10−7 8.46×10−11 6.89×10−8 3.59×10−3 5.29×10−7 4.31×10−4 [57]

Yerevan, Armenia 0.115 1.58×10−7 2.32×10−11 1.89×10−8 9.88×10−3 1.45×10−7 1.18×10−4 [58]

Gyumri, Armenia 0.070 9.59×10−8 1.41×10−11 1.15×10−8 5.99×10−4 8.81×10−8 7.19×10−5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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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在靶器官上，但是对于其在胃肠道中的影响和

作用于胃肠道的局部毒性机制知之甚少.
为了解 Hg的肠道毒性，可以选取不同的体外

模型进行体外细胞实验，使用人类结肠腺癌上皮细

胞（Caco-2）来进行研究. Caco-2细胞可体外培养分

化形成紧密连接的单层肠道上皮结构，且具有多种

小肠的功能特征，因而在药物、营养元素的肠道吸

收、转运和生物有效性研究中广泛应用 [71]，因此，

Caco-2细胞吸收模型是一个较好的评估 Hg肠道吸

收的模型（图 4（a））. 但是真实的人体肠道中肠粘膜

是由各种类型的上表皮细胞和免疫细胞组成，共同

维持肠道的稳态和保护肠道免收毒性物质的侵害.
例如，杯状细胞分泌黏液层，黏液层就是一个物理

的保护屏障，能够有效地阻止有害物质进入上皮表

面[72]，单一 Caco-2细胞很难完全模拟小肠生理以及

结构功能，因此 Vázquez等[73] 使用 Caco-2和 HT28-
MTX（杯状细胞模型）共培养模型，在共培养体系

中，由 HT29-MTX形成黏液层（图 4（b）），研究发现

黏液层能够捕获 Hg，减少上皮细胞对 Hg的吸收，

从而证明 HT29-MTX在 Hg毒性中起到重要作用.

肠道的稳态除了上皮细胞本身的紧密连接和

杯状细胞形成的黏液层之外，还有位于上皮下固

有层的先天性和适应性的免疫成分在维持肠道稳

态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能够激活或者抑制炎症疾

病[74–75]. 为了更准确地模拟人类肠道屏障在亚慢性

暴露无机 Hg2+和甲基 Hg对肠上皮细胞的毒性影

响 ，Rodríguez-Viso等 [76] 通过结合 Caco-2、HT29-
MTX和已分化为巨噬细胞的人类单核细胞（THP-
1）的细胞模型来更准确地模拟人类肠道屏障 . 该
模型中使用的由人类单核细胞（THP-1）分化的巨

噬细胞是通过使用佛波醇 12-肉豆蔻酸酯 12-乙酸

酯（PMA）对 THP-1进行暴露，用分化标志物 CD68
和 CD36D的表达量反应巨噬细胞的分化程度，将

已经使用 Transwell共培养的 Caco-2和 HT29-MTX
模型的基底外侧室中加入已经处理好的 THP-1分

化的巨噬细胞（图 4（c）） . 以此研究亚慢性暴露的

Hg在该模型中 THP-1分化的巨噬细胞在 Hg毒性

的生物有效性，该细胞模型能够更贴近人体肠道

的真实环境，可以将该模型应用于土壤 Hg污染对

肠道的毒性效应和生物有效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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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肠道细胞模型. (a) Caco-2单层细胞模型; (b) Caco-2/HT29-MTX共培养细胞模型; (c) Caco-2/HT29-MTX/THP-1分化的巨噬细胞共培养细

胞模型

Fig.4    Intestinal cell model: Caco-2 monolayer cell model; (b) Caco-2/HT29-MTX co-cultured cell model; (c) Caco-2/HT29-MTX/THP-1 differentiated
macrophage co-culture cell model

Hg被认为是神经毒性金属，通常与神经退行

性疾病的发病有关 . 因此应用体外模型系统来进

行 Hg对人体的毒性研究，能够更显著地表征 Hg
对于人体神经系统的蛋白质功能和特定功能影响

的分子机制. 在神经生物学中，细胞培养模型主要

内容包括来自于大鼠、小鼠的原代神经元培养和

神经母细胞瘤细胞系 [77]. 为更准确的进行人体健

康评价，研究者多使用可重复性的人类神经元细

胞模型来进行 Hg的毒性测定，Olivieri等 [78] 应用

人神经母细胞瘤细胞（SH-SY5Y）模型进行 Hg的

毒性实验 . 通过使用不同质量浓度的 HgCl2（10～
5000 µg·L−1）暴露 SH-SY5Y细胞，研究发现，50 µg·L−1

的 HgCl2 对 GSH水平的影响具有质量浓度依赖性，

GSH的损失量与 Hg浓度的增加相关，同时 Hg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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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β淀粉样蛋白（Aβ1-40）释放随时间增加，并以

此来表明无机 Hg影响阿尔兹海默病（AD）的一些

病理生理方面 .  Toimela等 [79] 将 SH-SY5Y细胞分

别于 HgCl2、甲基 Hg中暴露 15 min、24 h和 48 h，
并进行 1 d恢复，采用 WST-1法测定活细胞活性，

结果发现 SH-SY5Y细胞毒性同暴露时间呈正相

关，甲基 Hg的半数效应浓度（EC50）小于 HgCl2，在
经过 1 d的恢复后，甲基 Hg暴露后的细胞无法恢

复，但 HgCl2 暴露的细胞可以恢复，表明神经细胞

对于甲基 Hg的敏感性大于 HgCl2. 证明了 SH-
SY5Y细胞能够在 Hg的神经毒理学研究中起到重

要作用，以期应用建立环境介质中的 Hg剂量和毒

性之间的效应关系，用以准确判断土壤 Hg的神经

毒性效应，为人体健康风险进行精确化评估提供

数据支撑.
无机Hg倾向于在人体肾脏中积累，Almeer等[80]

研究发现 HgCl2 处理会引起肾小管细胞坏死和凋

亡，破坏肾小管的结构，从而影响肾脏的功能，肾

脏是人体中最复杂、组织最严密的器官之一. 原代

和永生化的人类细胞模型使得对特定肾细胞类型

的详细研究成为可能，目前的人类肾脏细胞模型

包括人类肾小管上皮细胞（HK-2）、转染端粒酶逆

转录酶的人类原代肾小管上皮细胞（RPTEC/TERT1）
和人类胚胎肾细胞（HEK-293）等 . 为了解无机 Hg
引起的确切毒性机制，Han等 [44] 应用人胚胎上皮

细胞 （HEK-293T）模型 ，使用不同浓度的 HgCl2
（1.25、 5.00和 20.00  µmol·L−1）处理 HEK-293  T细

胞 24 h，从线粒体动力学角度探讨无机 Hg的肾损

伤机制，结果发现激活 Sirt1/PGC-1α信号通路有利

于治疗无机 Hg暴露诱导的肾细胞凋亡，证明了

HEK-293 T细胞模型能够对 Hg损伤肾脏的毒性机

制起到重要作用 . 应用人类肾脏细胞模型进行土

壤中 Hg对人体肾脏的毒性机制测定，能够为精确

化的人体健康风险评价提供依据.
 3.4    类器官模型

基于体外细胞模型的研究，利用成体干细胞

或多能干细胞进行体外三维（3D）培养而形成的具

有一定空间结构的组织类似物——类器官 . 类器

官能在结构和功能上模拟真实器官，最大程度地

模拟体内组织结构和功能，并能够长期稳定传代

培养 [81]. 现有应用于 Hg毒性研究的类器官有神经

系统类器官、肝脏类器官和肾脏类器官，肝脏是

Hg代谢和解毒的主要器官，肝脏类器官能够模拟

肝脏的代谢功能 . 肾脏是 Hg排泄的主要器官，肾

脏类器官可以用于研究 Hg对肾脏的毒性效应，以

及 Hg在肾脏中的积累和排泄机制 . Hg对神经系

统有显著的毒性，神经系统类器官可以用于研究

Hg对神经细胞的毒性效应，以及 Hg诱导的神经

毒性机制[82].
相较于传统细胞培养，类器官模型具有三维

结构，能够更好地模拟人体器官的组织结构和功

能，提供了更接近体内的研究环境；类器官模型包

含多种细胞类型，能够模拟细胞间复杂的相互作

用，类器官模型在生理和病理状态下的反应更接

近人体器官，具有更高的生理相关性，能够提供更

准确的毒性评估结果；类器官模型适用于高通量

筛选和个性化毒理学研究，可以快速评估大量化

学物质的毒性，并基于个体的遗传背景进行定制，

实现个性化的毒理学评估[83–84].
Hu等 [85] 为了评估环境重金属对人体神经系

统的影响，将脑类器官培养技术纳入传统的脑类

器官培养方法中 . 在神经上皮的快速扩张阶段将

类器官嵌入基质胶中 7 d，然后将其从基质胶中取

出进行进一步培养，从而产生一种新型的人脑类

器官系统 . 该脑类器官系统复制了早期人类大脑

发育的时间空间特征，包括神经上皮衍生、神经祖

细胞产生和维持、神经元分化和迁移以及皮质层

模式和形成，为发育建模和毒理学测试提供了更

一致和可重复的类器官. 同时用 3和 6 µmol·L−1 的

Cd处理新改进的类器官系统，以测试它是否可以

用于评估环境毒素的神经毒性. 暴露于镉 7或 14 d
的脑类器官表现出严重的损伤和神经发育模式异

常，包括皮质细胞死亡的爆发和过早分化，Cd暴

露导致神经祖细胞进行性耗竭和类器官完整性丧

失，并伴有异位部位的代偿性细胞增殖. 该模型可

应用于研究土壤 Hg对人体神经系统的毒性机制 .
Sun等 [86] 为更好地了解肝癌的起源和治疗，通过

重新编程人肝细胞（HiHeps）中 p53和 R8基因，然

后建立具有肝脏结构和功能的类器官，以此模拟

人类肝癌症的初始状况 . 通过分析人类肝内胆管

癌富集突变，证明 RAS诱导的肝细胞向肝内胆管

细胞癌细胞的谱系转换可以通过联合抑制 Notch
和 JAK-STAT（信号传导通路）来预防 . HiHep类器

官共同代表了一个系统，反应了肝癌的初始状况，

将该模型应用于环境毒理学研究中，可以判断环

境状况对初始肝癌的影响情况.

 4    基于健康风险评价的土壤汞污染修复技术

 4.1    基于健康风险修复策略的选择原则

土壤 Hg对环境污染和人体健康危害问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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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严重，如何降低环境中 Hg污染以减轻其人体健

康风险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土壤 Hg污染修复

是降低环境中 Hg污染的重要措施. 考虑健康风险

时对土壤 Hg污染修复技术的选择原则：（1）风险

控制原则，需要考虑评估结果中土壤 Hg污染对人

体产生毒性效应的部分，即该生物可给性 Hg浓

度，以此确定土壤中 Hg的浓度作为风险指标进行

修复，将风险降低到可接受范围内；（2）场地适应

性原则，根据修复场地地质、水文地质、土壤类型

等特征选择适应技术. 例如，对于渗透性好的沙质

土壤，可能更适合采用土壤淋洗等技术；而对于粘

性土壤，可能需要考虑其他更适合的技术，如固定

化、稳定化技术等 . 同时，根据污染物的类型、浓

度、形态等特性选择合适的修复策略也非常重要.
对于 Hg有机污染物及 Hg单质，可以采用热解吸

技术；（3）技术可行性原则，优先选择技术成熟、可

靠性高的修复技术，以确保修复效果的稳定性和

可预测性. 对于一些新兴技术，应在经过充分的试

验和验证后，再考虑应用于实际场地修复；（4）经
济可行性原则，综合考虑修复成本和修复效果，选

择成本效益最高的修复策略 . 对于一些经济条件

较差的地区或场地，可以考虑采用相对经济的修

复技术，如生物修复等；（5）环境友好性原则，选择

不会产生二次污染的修复策略，避免在修复过程

中对土壤、地下水和大气等环境介质造成新的污

染. 包括对土壤生物、植被、地下水生态系统等的

影响，选择对生态环境影响较小的修复策略，以保

护和恢复场地的生态功能.
 4.2    土壤汞修复技术

土壤 Hg污染的处理和修复的方法已经发展

了几十年. 经验证能够较好地处理 Hg污染土壤的

方法主要包括：土壤置换、土壤固化、土壤浸出、

电动修复、微生物修复、植物修复和热处理等 [87]

（图 5）. 但是现有的土壤污染修复方法单纯依赖于

土壤中 Hg的总量 ，并选取土壤 Hg含量的筛选

值和管控值进行修复结果的判定，修复评价过于

保守，会浪费大量的人力和财力，因此建立新的土

壤 Hg污染修复评估方法以便更准确地评估污染

区域的修复情况，并选取更高效和针对性的修复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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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5    Remediation technologies for soil mercury pollution
 

Wcisło等 [88] 为了评估 El Terronal场址的健康

风险，采用了美国环保署特定场址的 HRA方法评

估场地重金属的污染水平 . HRA被美国环保署在

实践中用来描述环境中可能存在的化学污染物对

人类（例如居民、工人、休闲游客）造成的健康风

险的性质和程度，是根据工业和娱乐两种潜在土

地利用模式下的暴露情景制定的 . 研究者将 El

Terronal均分为多个网格单元，对每个不同的单

元，参考 3种暴露情景下（偶然摄入土壤和灰尘：

由于手到嘴的触摸行为，特别是儿童；皮肤接触：

污染物与受体之间的接触以及污染物通过皮肤吸

收到体内；易散土壤颗粒吸入：主要发生在各种户

外活动期间），对不同受体的暴露进行了评估，即

工业情景–成人户外工作者和娱乐情景–儿童的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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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癌效应和聚集使用者的致癌效应 [89]. 将经口暴

露、经皮肤接触和呼吸吸入的暴露途径的非致癌

健康风险影响用危害熵（HQ）计算，将口腔、皮肤

和呼吸的 HQ相加，得到各个重金属的危害指数

（HI）. 癌症风险计算为途径特异性癌症风险（CR），
口腔和皮肤癌症风险为污染物摄入量与相应癌症

斜率因子（CSF）的乘积，吸入癌症风险为肺部接触

量与吸入单位风险（IUR）的乘积. 为确定每个网格

单元的非致癌健康风险和癌症风险，对每个网格

单元进行总 HI和总 CR计算，并基于 El Terronal
场址各个网格单元的非致癌风险和癌症风险评

估，对不同的单元进行分级修复治理，在高风险区

域可采用土壤置换、热脱附和土壤浸出等，在低风

险区域可以采用土壤固定和稳定化技术 . 该场地

用于测试土壤修复技术和环境中潜在有毒元素的

去向，以及 Hg矿废物的回收利用，在后续处理后

采用植物修复进行长时间的修复.
土壤置换是针对小规模、极度污染的浅层土

壤在短期内进行治理的方法，它需要用未受污染

的土壤替代受污染的土壤，以降低土壤中重金属 Hg
的含量 [90]，从而减轻重金属对环境造成的影响 [90].
Hg是易挥发性污染物，热解析修复技术能够十分

有效地去除土壤中的 Hg，Hg在土壤基质上的吸附

形式分为非特异性的和特异性，特异性吸附方式

会形成类球形的混合物，影响 Hg处理的温度、时

间和土壤的特性 . Ma等 [91] 研究发现在 Hg污染土

壤中添加 FeCl3 后，能够在低温情况下将土壤中 Hg
的含量降低到 0.8 mg·kg−1，在热解析处理过程中加

入 FeCl3 不仅加速了 Hg的挥发速率，而且降低了

Hg的挥发所需要的温度 . 微生物修复具有成本

低、效果好、环境友好、无二次污染等优点 . 通过

微生物的生物活性，重金属被吸附或转化为低毒

产物 . 微生物修复重金属污染土壤的机制主要涉

及生物吸附、聚磷、溶菌和生物矿化 [92]. 重金属在

土壤中的迁移转化会受到微生物的影响，如微生

物催化 Cr5+还原为 Cr+，As2+氧化为 As5+，分别降低

了 Cr和 As的毒性，抗 Hg细菌将土壤中的甲基 Hg
还原为单质Hg[93]. 微生物分泌的胞外聚合物质 (EPS)
通过吸附固定或质子交换的方式与重金属结合铜

绿假单胞菌可吸附 Cr6+和 Hg，形成无毒性或毒性

很小金属络合物 [94]. 放线菌属、黄粘球菌、利奥聚

球菌等微生物已被用于生物矿化，硫酸盐还原菌

和磷酸盐矿化菌可以诱导土壤中的 Hg被矿化并

固定为硫化物、硫酸盐和磷酸盐，从而降低土壤中

生无可利用形态 Hg的浓度 [95–96]. 植物修复处理土

壤中的 Hg主要应用植物萃取法，利用具有较强富

集能力的特殊植物，从污染土壤中吸收重金属，并

将其移动储存在植物的地上部分，然后通过收获

将其去除. 超级累植物存在特定的耐受性机制，植

物分区化通过将重金属和植物细胞壁结合，使重

金属限制在细胞壁上，阻止重金属进入细胞质并

干扰代谢过程，能够使得植物有效地抵抗重金属

的毒性.
基于土壤中 Hg的总量进行风险评估会高估

潜在风险，它假设所有通过口腔途径进入人体胃

肠道的土壤 Hg化合物都会被溶解和吸收. 且模拟

总土壤孔隙 Hg气体浓度来计算吸入途径也会低

估风险，因为土壤元素 Hg通常只是污染地点总

Hg的一部分 . 为更准确地评估 Hg污染场地的潜

在健康风险，Jiang等 [12] 提出了一种利用生物可给

性组分和土壤汞蒸气（SHgV）浓度对 Hg污染场地

进行风险评估的替代策略，该策略避免了单纯依

赖土壤总汞（THg）含量评价的保守性和预测 SHgV
浓度的不准确性，可以大大提高对 Hg污染地点真

实暴露风险水平的理解 . 通过评估策略实施的案

例研究表明，口服摄入途径的土壤非致癌危害商

数（HQ）从 1.57下降到 0.19的可接受水平，而 SHgV
吸入风险从 1168急剧下降到 0.35，下降了 4个数

量级. 通过改进评估，最重要的暴露途径转向口服

摄入和吸入 SHgV. 与传统的基于 THg含量的评价

方法相比，该方式评估的健康风险明显降低，可以

基于此在风险区域选择土壤固定化、稳定化技

术、土壤浸出和微生物修复技术，将土壤中生无可

给度的 Hg的浓度降低，能够明显降低土壤 Hg的

健康风险，可以节省大量不必要的土壤修复资金

投入，且能够准确的反应该区域的健康风险.
国际上，土壤固定化和稳定化技术已经用于

Hg污染土壤的治理，该技术价格低廉，效率高，且

没有二次污染，这个过程是将重金属 Hg转化为不

可移动、不溶解和毒性较小的形式[97]. 土壤中的重

金属稳定化通常向土壤中注入有机稳定剂、无机

稳定剂和有机–无机复合稳定剂来进行，常用的稳

定剂有石灰、硫化物和磷酸盐等，将石灰加入 Hg
污染的土壤中，土壤的 pH增加，土壤中 Hg的溶解

度下降，使其生物可给性 Hg降低 [98]. 磷酸盐和硫

化物稳定剂能够和土壤中的 Hg分别反应生成磷

酸汞化合物和不溶于水的汞的硫化物，以此降低

Hg在土壤中的迁移性，降低生物可给性的 Hg和

毒性 [99]. 土壤浸出法具有高效率、成本低、处理彻

底和操作简单等优点，被广泛应用于土壤重金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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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修复，通过注入酸、络合剂和还原剂等将土壤

中重金属进行溶解和提取，该方法的效率取决于

土壤理化性质、浸出剂的选用、浸出的时间和固

液比等 [100]，Hg在土壤中以水溶态、碳酸盐结合

态、铁锰氧化物结合态、有机物结合态和残留态

存在，其迁移性、毒性和生物可给性依次降低 [101].
土壤的理化性质影响土壤中 Hg的存在形态，加入

硫代硫酸钠等还原剂可以还原土壤中 Hg的氧化

态，使其更容易溶解；浸取剂可选用硝酸、盐酸和

硫酸等无机化合物通过酸解破坏土壤表面官能团

与 Hg形成的络合物，从而提取土壤中的 Hg；还可

以通过乙二胺四乙酸和氨基三乙酸等络合剂与

Hg形成可溶性络合物进行提取. 浸取效率随浸取

时间的增加先增加后降低 [102]，因此应选择一个适

当的浸取时间. 纳米材料在土壤 Hg污染的修复中

也发挥着重要作用，纳米纤维材料能够吸附和富

集土壤中的 Hg，形成稳定的共价化合物或者离子

键，使得 Hg在土壤表面形成保护膜阻止 Hg扩散

进入人体，且纤维材料具有生物降解性，能够在土

壤中自然降解，减低环境影响. Lin等 [103] 将羧甲基

纤维素稳定硫化铁纳米粒子（CMC-FeS）应用在土

壤 Hg污染原位固定，研究发现 CMC-FeS在质量

分数为 0.0015%～0.3000% 的剂量范围内对土壤中

的 Hg有较好的固定效果，达到平衡后对 Hg的吸

附抑制率为 73.2%～97.5%. 柱洗脱实验表明，用

0.03% CMC-FeS处理土壤，523次柱洗脱后，洗脱

液中 Hg的峰值浓度降低了 89.9%，Hg的总洗脱质

量降低了 94.9%. CMC-FeS处理提高了土壤酶活性

和微生物多样性，降低了土壤甲基 Hg的产生量 .
此外，CMC-FeS中 FeS纳米粒子有效且环保地将

Hg长久地固定在土壤中，降低了土壤中 Hg的生

物可给性，减少通过暴露途径进入人体的风险.
Hg污染土壤修复技术可以有效地降低污染土

壤中 Hg的毒性、生物可利用性和含量等（表 3） .
基于人体健康风险精细化评估结果进行 Hg污染

土壤的修复，结合不同分区进行分级修复，针对性

处理土壤中 Hg. 检测土壤中 Hg的存在形态，通过

降低生物可给性 Hg含量，使得从土壤中进入人体

Hg的含量减少，可以选取土壤固定化、稳定化和

土壤浸出的方法进行处理；结合该地区用途，需要

紧急快速处理的污染区域，可选取高效但耗费财

力的土壤置换，如土壤热脱附技术等；当需要修复

的区域用于生态恢复等可长期处理的方面，且该

区域的污染限制严格，可选择时间长、修复彻底且

成本低的植物修复和微生物修复技术等 . 进行人

体健康风险评价时，结合地区的实际地理特征、人

群健康指数和地区后续应用的实际情况进行场地

的个性化评估，基于此评估结果进行土壤修复能

够节省不必要的资金投入，且对于后续土壤的应

用能够提供准确的科学数据支撑.
 

表 3    土壤 Hg污染修复技术的比较

Table 3    Comparison of soil mercury pollution remediation technologies

Restoration technique Remediation
efficiency Recondition cost Applicable soil type Environmental impact Technical feasibility Reference

Soil replacement High, quickly removes
pollutants

High, includes
excavation,

transportation, and
disposal costs

Suitable for all soil
types, especially in

heavily polluted areas

May cause secondary
pollution; waste soil
needs treatment

Simple, suitable for
small-scale or

emergency repair
projects

[104–107]

Thermal analysis
repair

High, effective for
volatile mercury

organic compounds

High, consumes a lot
of energy

Sandy soil or soil with
good permeability

High energy
consumption; may

damage soil structure

Suitable for rapid
remediation of specific

contaminants

Microbial remediation
Medium to high,

depends on microbial
activity and conditions

Low to medium,
primarily microbial

agent and management
costs

Organically
contaminated soil,
such as farmland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no secondary

pollution

Specific conditions are
required, such as

suitable temperature
and humidity

Phytoremediation
Medium，restricted by
plant growth cycle

Low, primarily plant
cultivation and

maintenance costs

Heavy metal and
organic contaminated

soil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improves soil

structure

Suitable for large-
scale, long-term

restoration projects

Fixed stabilization
repair

Medium to high,
effectively reduces the
migration of heavy

metals.

Medium, mainly for
stabilizers and
treatment costs

Heavy metal
contaminated soil

May change soil
properties and affect
subsequent utilization

Suitable for long-term
stabilization treatment

Soil leaching
remediation

Medium, effective for
water-soluble mercury

Medium， leachate
treatment costs should

be considered

Sandy soil or soil with
good permeability

May cause
groundwater pollution

Suitable for the
removal of specific

pollutants

Nanomaterial repair
High, effective for
specific mercury

pollutants

High，due to
prepar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nanomaterials

All kinds of soil,
material choice

depends on pollutant

Non-degradable
nanomaterials may
pose ecological risks

Emerging technology
that needs further

vali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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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结论与展望

Hg含有毒性被众人所知，土壤 Hg污染是土

壤重金属污染的重要部分，土壤 Hg毒性对人类健

康的影响已经成为一个值得关注的焦点，但是关

于土壤 Hg的健康风险评价多基于土壤中 Hg的总

量，且 Hg的毒性效应的研究也更多基于纯物质的

研究. 体内模型大多数都是利用小鼠的肝脏、肾脏

或者血液作为生物有效性的测定终点和毒性研

究，体外模型 Hg的毒性效应研究在实际土壤 Hg
生物有效性的研究还较少，对于类器官模型的环

境毒理研究和应用较少，Hg的毒性研究中表明

Hg对胚胎和儿童期造成神经损伤，同时 Hg还会

影响免疫系统，对肠道和肾脏的免疫系统进行影

响，参与氧化应激和活性氧的生成.
本研究提出基于人体健康风险精细化评估结

果进行土壤 Hg污染修复策略 . 总结各土壤 Hg污

染健康风险评估的体内外模型的应用类型、最新

类器官模型的环境毒理学研究，将各种类器官模

型应用于环境污染物的健康风险评价，基于健康

风险评估结果，对土壤污染区域进行修复方式的

选择，对不同污染情况选取不同的修复方法，降低

修复成本并提高修复效率，为修复后土壤的健康

风险提供实验依据. 针对 Hg污染控制研究的局限

性，提出了将来可能的研究方向：

（1）现有的 Hg生物有效性的体内模型和体外

模型中，可以选取人脑类器官和肝脏类器官等进

行环境 Hg对人体的神经毒性机理和肝脏对 Hg的

毒性和解毒机制研究.
（2）现有的人体健康风险评价基于环境介质

中污染物的总量进行研究，并有少量的研究应用

更为准确的生物有效性含量进行计算，但现有的

模型中人体其他参考指标多采用推荐值计算，评

估结果不够准确 . 应结合不同暴露源与暴露途径，

结合暴露类型、地区特征、人口特征 (年龄、性

别、体重、职业、生活习惯和基因组成)、区域饮食

特征等影响因素，建立个性化评估模型，从而获得

更精确、科学的风险评估.
（3）Hg污染土壤修复技术的选择可以基于人

体健康风险评估结果选取可行有效的修复技术，

对于今后的土壤修复应结合各个区域的实际情

况，基于污染物的形态特征、周边人群特征、暴露

类型和今后土壤应用场景进行个性化评估的基础

上确定场地的污染情况并进行修复处理，修复技

术应结合多学科的联合技术进行新型技术的研

究，将物理、化学和生物技术相互组合形成更为便

宜，高效和无污染的技术 . 同时控制工业中 Hg的

使用，做好 Hg污染的监测、阻控和补救措施，减少

工业产生 Hg的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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